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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回歸以前，葡萄牙頒布的兩部民法典基本上直接延伸適用於澳門。［1］1987 年中葡兩國政府

通過和平談判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示

中國政府將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以“一國兩制”的政策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澳門從此開始了以

“過戶”“修訂”“翻譯”“清理”為主的法律本地化進程。［2］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法典》（以

下簡稱《澳門民法典》）於 1999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儘管其內容及體例上仍較多延續了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但總算具體落實了澳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澳門基本法》）享有的立法權。此後澳門立法會不斷根據社會需求

訂立新法以及條訂原有法律，至今已多次對澳門民法制度進行修訂。［3］而《葡萄牙民法典》也因

         *   唐曉晴，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的初稿首次發表於澳門法律工作者聯合會2024年5月19日舉辦的“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法治建設與展望研討會”。特

別感謝譚致寧、唐銘澤、勾健穎、昝晨東、范笑鼎在寫作過程中所做的資料搜集、整理與糾錯工作。

［1］ 參見唐曉晴：《民法基礎理論與澳門民法的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62頁。

［2］ 參見劉高龍、趙國強主編：《澳門法律新論（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8-12頁。

［3］ 特區成立後的大部份法律雖未直接修訂民法典，但須與民法典配合適用或建立有別於民法的特別法，例如第

10/2012號法律《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規定未滿二十一歲之人不得進入娛樂場和在娛樂場內工作，
對自然人之法律能力進行了補充限制；根據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特區政府在取得被評定或待評定或位於

緩衝區的不動產時具有優先權；第18/2022號法律《都市更新法律制度》亦有規定一特別優先債權，當中規定為所有權人支

澳門回歸後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

唐曉晴*

    摘  要  今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第二十五週年，脫胎於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的《澳門

民法典》也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修訂，逐漸發展出了一套具有澳門特色的民事法律制度。澳門民事法律

制度的發展，不僅反映了民法理論的更新，也體現了社會、科技與經濟的進步以及價值觀的改變。本文

系統回顧了澳門回歸後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以期通過對現有制度的反思，更好地迎接未來澳門民

法面臨的新挑戰，為高度自治、依法治澳的下一個二十五年作準備。

    關鍵詞  澳門民法典  法律繼受  法律本土化  民法總則  民法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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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回歸後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

其本國與歐盟的關係以及其他原因而不斷修改，澳門民法開始漸漸與葡萄牙法律文化脫勾，各自的

發展也分道揚鑣。［4］

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第二十五週年，值此歷史時刻，本文將回顧澳門民事法律制度在過去二十

多年的發展變遷，為高度自治、依法治澳的下一個二十五年作準備。

二、澳門民法典總則制度的變遷

總則作為一部法典抽象規則最集中的部份，內容一般比較穩定，除非發生重大的價值變遷，
否則不容易修改。《葡萄牙民法典》總則自 1967 年生效至 20 世紀末的幾十年間變化不大，重大的

修訂均發生在 21 世紀以後。《澳門民法典》儘管在生效以來未曾對總則作出修訂，但是在該法典

制定之際，立法者一開始就回應了葡萄牙學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提出的一些問題，對衝突規範、人

格權、意思表示、代理及時效等規定進行了大量的修改。由於《澳門民法典》是在回歸之前制定，
而在回歸之際生效，從制度變遷的角度，這些修改也算是澳門民法的本地化發展。除此以外，回歸

後一些單行法規的制定雖然沒有明確指出要修改《民法典》，但也对總則的相關制度產生了一定影

響。具體而言，和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相比，《澳門民法典》的總則部分的主要變更如下：
（一）衝突規範的變更

《澳門民法典》在總則部分的重要修訂在於將常居地（residência habitual）確定為屬人法的主

要連接點。屬人法是衝突法中的特有概念，即以當事人的國籍、住所或常居地等為連接點確定的

準據法。在回歸之前，澳門沿襲了葡萄牙遵循的大陸法系傳統，以“國籍”作為確定屬人法的根

據。［5］然而在回歸之後，澳門仍將“國籍”作為屬人法的連接點便會不合時宜。首先，澳門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並無法授予國籍給當地居民。其次，多數澳門居民擁有中國國

籍，也有很多具有葡萄牙國籍的居民繼續留在澳門居住，如果繼續沿用國籍國法作為屬人法，便會

影響澳門法律的正常適用。［6］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在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時期，澳葡政府通過第 32/91/M 號法令［7］，在原

有屬人法僅依據“國籍國”判斷的基礎上，增加了一款：“澳門之現行法律適用於本地區之常居

者”，並在該法令中明確了《民法典》中所稱“葡萄牙”均為“澳門”。1999 年，在政府的努力

下，澳門實現了《民法典》的本地化，將屬人法的依據明確規定為“常居地”，不再將“國籍”作

為連結點。《澳門民法典》對屬人法連接點的修訂，不僅滿足了現實的政治需要，也符合了當代國

際私法的發展趨勢。［8］

付其重建後獨立單位應攤分的重建負擔者，有權向該獨立單位的所有權人請求償還，而該債權，具有從該所有權人獲分配

的重建後的獨立單位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又例如第15/2022號法律《信託法》第39條規定，為歸扣的效力，受益人在委託

人在生時所取得的信託利益視為贈與，而為因損害特留份而扣減的效力，合同信託及遺囑信託的設立分別等同生前所作之

慷慨行為及遺贈，並以納入信託財產時財產及權利的價值為限。

［4］ 參見唐曉晴：《澳門法制發展之路──在後殖民的因惑中探索澳門一國兩制的法治理想》，載《中研院法學期

刊》2015年第17期，第1-80頁；Tong Io Cheng, Wu Yanni, Legal Transplants and the On-going Formation of Macau Legal Culture, 
Revue Juridique de L’ Rivista Giuridica del Isaidat Law Review, Vol.1, Issue 2. p.645. 
［5］ João Nuno Riquito, Problemas de Determinação da Lei Aplicada às Matérias que compõem o estatuto pessoal no quadro 

do ordenamento conflitual vigente no território de Macau, Colóquio realizado por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1991, p.109.
［6］ 參見涂廣建：《澳門國際私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198頁。

［7］ 該部法令現已被第20/2019號法律廢止。

［8］ 參見李大朋：《論屬人法的演變——以屬人法連接點的變化為出發點》，載陳景良、鄭祝君主編：《中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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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權保護範圍的擴大

繼 1960 年《埃塞俄比亞民法典》首次區分人格與人格權之後，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也明

確採納了人格權的概念，並以人格權一般保護和特別保護並行立法，對後世的《巴西民法典》、

《澳門民法典》和《東帝汶民法典》皆產生了重要影響。［9］然而，葡萄牙法律對人格權的保護並

非僅由民法典實現，人格權的條款被分散地規定在憲法、刑法典等多部法律之中。例如，1966 年

《葡萄牙民法典》並未明確規定自然人的生命權，保護生命權的具體規範是由《葡萄牙共和國憲

法》第 24 條所規定。由此可見，葡萄牙法的人格權制度並未對人格權憲法保護、刑法保護和民法

保護作嚴格區分。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法學界逐漸意識到民法典所規定的私人交往中的人格權並不等同於憲

法中的基本權利，民法典與其他部門法列舉的具體人格權之間也並非互補關係。在民法領域，人格

權對應的義務是他人的不侵犯義務，而不包含國家與社會積極作為的義務。［10］《澳門民法典》草

案負責人米爾格·烏巴努（Miguel Urbano）對此曾指出，《葡萄牙民法典》中的特別人格權僅僅是

列舉了憲法和刑法沒有規定的人格權，其對人格權的保護並不充分。［11］負責修改《澳門民法典》
人格權章節並提出草案的葡萄牙學者保羅·莫達·賓圖（Paulo Mota Pinto）也指出，葡萄牙一直利

用憲法和刑法填補和落實一般人格權條款，而澳門在回歸後不再適用葡萄牙相關法律，因此在制定

《澳門民法典》中的人格權條款時，應特別考慮葡萄牙憲法等其它部門法所規定的人格權，以實現

對人格權的完整保障。［12］

在上述立法理念的支撐及《澳門基本法》第 30 條的保障下，《澳門民法典》相較《葡萄牙民

法典》擴大了對人格權的保護範圍，更加詳細地規範了數項新的人格權類型。例如：生命權（第

70 條）、身心完整權（第 71 條）、自由權（第 72 條）、名譽權（第 75 條）、個人歷史權（第 78
條）、個人資料保護權（第 79 條）和個人資料真實權（第 81 條）。

此外，《澳門民法典》在人格權歸屬、胎兒人格利益的保護以及人格權自願限制上也進行了

制度上的更新。在第 67 條一般人格權的條款中，《澳門民法典》新增了對人格權歸屬的規定，特

別強調任何人均獲承認具有人格權，對人格權的保護禁止基於國籍、居住地、血統、種族、民族、
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意識形態等因素進行不合理區分（第 67 條第 1 款）。這一條款

符合《澳門基本法》第 25 條所規定的平等原則。［13］《澳門民法的》第 63 條第 3、4 款規定，人

格保護的範圍包括對胎兒造成的損害，如果是故意而為之，生父母也應當就受孕時對子女造成的

畸形、疾病及損害承擔民事責任。這兩個條款回應了人格權領域“錯誤出生”（wrongful birth）和

“錯誤生命”（wrongful life）的問題，預設了作為準父母及協助孕婦分娩的醫療機構應承擔一系

列清晰的義務。［14］

在人格權自願限制的問題上，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將不得違反公共秩序作為自願限制的

前提，《澳門民法典》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不得違反善良風俗的要求。同時，《澳門民法典》參照了

傳統》（第13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1頁。

［9］ 參見唐曉晴、蘇建峰、吳奇琦編著：《民法一般論題與<澳門民法典>總則》（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年版，第24頁。

［10］ 參見馬光華：《物權法》，唐曉晴譯，澳門大學法學院2000年修訂版，第209頁。

［11］  Cfr. Miguel Urbano, Nota de Abertura, Código Civil (Versão Portuguesa), Imprensa Oficial de Macau, 1999, p.xviii.
［12］  Cfr. Pinto, Paulo Cardoso Correia da Mota, Os direitos de personalidade n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Bol. Fac. Direito U. 

Coimbra 76, 2000, p.215-216.
［13］ Idem, p.216.
［14］ 參見唐曉晴、蘇建峰、吳奇琦編著：《民法一般論題與<澳門民法典>總則》（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年版，第4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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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刑法典》第 37 條受害人同意的規定，對人格權的自願限制在權利人年滿 14 歲，且具有必要

辨別能力以評估限制內容和範圍時方才生效（第 67 條第 2 款）。但《澳门民法典》也承認未滿 14
歲的未成年人提出反對意見的重要性，只要未成年人具有上述辨別能力，即可反對其法定代理人作

出的同意（第 67 條第 3 款）。
（三）失蹤與保佐制度的調整

失蹤是民法中保護失蹤人和利害關係人利益、維護社會財產關係穩定的重要制度。目前各主

要國家和地區現行失蹤制度的立法模式大體上可歸為三類。［15］第一類以德國為代表，將失蹤分為

對下落不明者規定財產管理（無期限要求）和宣告死亡兩個階段。第二類以前蘇聯和我國內地為代

表，將失蹤分為宣告失蹤（有期限要求）和宣告死亡兩個階段。第三類以葡萄牙、意大利為代表，
將失蹤分為對下落不明者規定財產管理（無期限要求）、宣告失蹤（有期限要求）以及宣告死亡三

個階段，對應了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在失蹤一節中規定的臨時保佐、確定保佐和推定死亡三

個分節。《澳門民法典》並未繼承《葡萄牙民法典》中失蹤制度的立法模式，轉而採取了更接近於

以德國為代表的兩分法，不再區分臨時保佐和確定保佐。

《澳門民法典》也不再以失蹤作為大標題，統領保佐和推定死亡制度，而是將後兩者規定為單

獨的兩節。《澳門民法典》第 89 條規定，下落不明或因患病或其他類似原因，而明顯不能親自作

出行為及指定受權人，如無法定代理人或受權人，法院則應根據需要進行保佐人的指定。得益於保

佐章節的獨立，《澳門民法典》整合了對下落不明之人和對無行為能力之人的兩種情況下的保佐制

度，“將保佐制度的實施基礎擴大至（葡萄牙）民法典內現有的遺漏情況，尤其是一個人因病而無

能力管理其財產”，［16］在立法上更加具有體系性與邏輯性。
（四）法人類型的調整

在法人的類型上，《澳門民法典》吸收了葡萄牙學說的一些成果，［17］在原有基礎上作出了較

大的改動。儘管改動的條文不多，但是重構了法人制度的理論基礎。在原有的社團（associações）
和財團（fundações）兩分的基礎上，增加了合營組織（sociedades）［18］這個新類型，下設民事合

伙和商事合伙（《澳門民法典》中文版表述為公司）。［19］《澳門民法典》第 154 條明確規定社團

乃是以人為基礎，“非以社員之經濟利益為宗旨”的法人，第 173 條規定財團乃是以財產為基礎，

“以社會利益為宗旨”的法人，二者限均為非營利性法人。在此基礎上，以經濟利益為宗旨，作為

營利性法人的合營組織得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類型，與社團與財團進行了明確區分。
（五）“物”的概念與分類更新

《葡萄牙民法典》中“物”的定義在學界一直頗具爭議，《澳門民法典》參考了葡萄牙學界的

討論，更新了物的定義。無論是《葡萄牙民法典》還是《澳門民法典》，皆把法律關係作為民法總

則的基本結構，並直接將法律關係作為總則第二編的標題。兩部民法典皆在“法律關係”編的第一

分編規範了人，在第二分編規範了物。在法律關係理論中，法律關係包含主體、客體、法律事實及

保障四個元素，總則中的“人”和“物”分編分別佔據了法律關係主體和法律關係客體的位置。由

［15］ 參見尹田：《論宣告失蹤與宣告死亡》，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6期，第84-86頁。

［16］ 《大法典彙編之民法典》（中文版），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03年版，第639頁。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

添加。

［17］ [葡]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一卷），吳奇琦譯，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5-91頁。

［18］ 按葡萄牙語的表達，“sociedades”應譯為“合伙”，但“合伙”一詞已有約定俗成的用法，所以立法者創造

了一個新詞。

［19］ 合伙與法人的關係在葡萄牙一直爭議頗大，參見Raúl Ventura, Apontamentos sobre Sociedades Civis, Almedina,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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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然人和法人基本涵蓋了法律關係中的所有主體，以“人”編作為法律關係編的第一分編是符合

法律關係理論的。然而，“物”僅僅是物權關係的客體，並無法代表一切法律關係客體，這種體例

結構便也影響到了法律對“物”的定義。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第 202 條第 1 款規定，“任何

可成為法律關係客體之事物，均稱為物。”但顯然法律關係的客體並非都是物（如給付），這一定

義就遭到一些學者的批判。［20］

《澳門民法典》在立法過程中對“物”的定義進行了更新，其第 193 條規定“凡屬獨立、人身

以外、具有用處及能以所有權形式成為法律關係標的之客觀存在事物，均稱為物。”這是受到了曼

努埃爾·德·安德拉德（Manuel de Andrade）等學者之學說的影響，將具有獨立性、人身以外、具

有用處以及能以所有權形式成為法律關係標的幾個特征搬到法條之上。［21］另外，或許是受到《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7 條關於土地國有規定的影響，《澳門民法典》還在物的

定義中特別列明了什麼是公產，更加明確了民法範圍內“物”的概念，而公產雖屬於物，卻由特別

法來規範。對比兩部民法典對物的定義之不同，會發現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的規定並能不算

是對物作出了定義，因為第 202 條是如此寬鬆，幾乎容納法律世界以內的一切事物。經《澳門民法

典》重新定義之後，物的概念便完全不同了。

《澳門民法典》對《葡萄牙民法典》中關於物的分類也進行了修訂。
首先是非融通物概念的修訂。對於非融通物與融通物的區分，兩部民法典都是在物的概念中通

過定義完成的。然而，在葡萄牙民法典中，非融通物被分為“因性質使然的非融通物”和“因法律

規定使然的非融通物”，這種分類存在邏輯問題。例如，那些基於本身性質而無法被占有的物如海

洋整體、如日月星辰，本就並不符合法律意義上的物的要件，它們既然不屬於物，便更不應被視為

非融通物。及至《澳門民法典》，非融通物被限定在“不可成為私權標的物者”，把非融通物限定

在了“物”之內。
其次是對動產與不動產區分適用的修訂。因二者的物權變動模式截然不同，進而導致物權保護

方式不同、取得的時效不同等一系列影響，不動產與動產的區分實屬物的分類中最為重要的一環。
兩部民法典均採用列舉的方式說明了何為不動產，非屬於不動產的就是動產。比較特別的是，兩部

民法典雖然都明確認為與農用房地產及都市房地產聯結的物是不動產。［22］但在《澳門民法典》第

195 條第 4 款的框架下，尚未與土地分離的自然產物或與土地緊密相連的之建造物的法律屬性（動

產或不動產）取決於交易雙方的約定。如果雙方協議將之視為動產，那麼其轉移就按照動產的規則

進行。這是因為既然某些東西的性質會因是否與其他不動產相聯繫而在動產和不動產之間變化，那

麼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其尚未與不動產分離但終究會分離時，要如何轉移這些東西的所有權？
當然，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根本上是來自於在葡萄牙、澳門的法律與日常交易中均被廣泛認可的將

來物交易。雖然 1876 年和 1966 年的《葡萄牙民法典》都沒有對此作出規定，但早在 1876 年《葡

萄牙民法典》生效期間，Manuel de Andrade 便已經主張，它們應被視作動產般對待，因為當事人

們所著眼的並非其當前的不動產狀態，而是其將來的動產狀態；若當事人們另有意圖，則另當別

論。［23］《澳門民法典》遵循了這一解決方案。
最後是對物的構成部分界定的修訂。根據《澳門民法典》第 200 條，物的構成部分可分為本

［20］ José de Oliveira Ascensão, Direito Civil Reais, 5.ª ed., revista e ampliada, Coimbra editora, 1993, p.38, 43-45.
［21］ [葡]曼努埃爾·德·安德拉德：《法律關係總論》（第一卷），吳奇琦譯，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204

頁；參見唐曉晴編著：《民法一般論題與<澳門民法典>總則》（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頁。

［22］ 在這一點上，兩部民法典的表述略有不同。《澳門民法典》第195條一、a）稱之為“農用房地產及都市房地產

之附着部分”；《葡萄牙民法典》第204條一、a）稱之為“農用房地產及都市房地產之非本質構成部分”。

［23］ Manuel de Andrade, Teoria Geral da Relação Jurídica, Vol. 1, reimpressão, Coimbra, 1997, 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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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構成部分和非本質構成部分。本質構成部分是構成一物的各部分，如果欠缺這些部分，該物將不

存在或不完整，例如一間房屋的門。非本質構成部分是與物體恆久相連但不構成其本質構成部分的

具動產性質的物，例如一間房屋的避雷針。《葡萄牙民法典》唯在不動產的界定中指出：“與房屋

在物質上恆久相連的物是房屋的非本質構成部分”。因此，葡萄牙學界也僅僅將非本質構成部分和

房地產放在一起討論。然而，邏輯上看，非本質構成部分的概念同樣適用於動產，所以《澳門民法

典》對該條作了相應的調整，選擇將構成部分的分類單列為第 200 條。［24］當然，如果考慮到物的

定義中“具有獨立性”之要件，那麼無論是本質構成部分還是非本質構成部分，都並不屬於法律上

的物。不過二者的區分在抵押物的管理、買賣及贈與的交付義務、配偶財產制度、遺贈的範圍等方

面均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葡、澳民法典還是在物的分類對構成部分的不同進行了說明。
( 六 ) 意思表示瑕疵制度

《澳門民法典》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較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作出了較多更新，尤其是錯

誤制度“從結構到內部均作了翻天覆地的改變。”［25］第一，《葡萄牙民法典》將“表示錯誤”作

為錯誤範疇的原型，把判斷是否構成錯誤的要件規定在該條款之中，《澳門民法典》則將錯誤範疇

的原型改為“瑕疵錯誤”（第 240 條）。第二，《澳門民法典》調整了錯誤的構成要件。［26］《葡

萄牙民法典》第 247 條規定，只要受意人明知或不應忽視有關錯誤成分對表意人的重要性，錯誤的

意思表示即可撤銷。這一要件曾遭受葡萄牙學界的強烈批評，被指過分犧牲了受意人的利益，且不

利於交易安全。［27］《澳門民法典》在立法過程對該要件進行了調整，將受意人對錯誤重要性已知

或應知，修改為了一般受意人可察覺有關錯誤，即錯誤具有可認知性。同時由於受到歐洲立法新見

解的影響，《澳門民法典》將錯誤由受意人提供的資訊而產生作為了錯誤可認知性的法定替換要

件。［28］第三，《葡萄牙民法典》將“動機錯誤”視為屬“瑕疵錯誤”的類別，《澳門民法典》
的立法者放棄了“動機錯誤”的概念，統一規定後不再對“瑕疵錯誤”進行此分類，這樣《葡萄牙

民法典》直接與羅馬法對應的錯誤類型就不再見於《澳門民法典》當中。
此外，《澳門民法典》對脅迫的規定也與《葡萄牙民法典》不盡相同。《葡萄牙民法典》第

246 條規定受人身脅迫的意思表示不產生任何效力，而精神脅迫的效果僅為可撤銷。《澳門民法

典》則在第 239 條第 1 款 c 項規定，當出現無法反抗的精神脅迫時所作的意思表示亦不產生效力。
也就是說，《澳門民法典》將不產生效力的範圍延伸至無法反抗之精神脅迫的情況。

（七）時效制度的修訂

《澳門民法典》對時效制度也有重要的改動。首先，一般時效期間從二十年縮短到十五年（第

302 條）。其次，《澳門民法典》在時效的效果條款中新增規定，一旦主債權的時效完成，相關的

收取利息權和其他從屬權利的時效也隨之完成（第 297 條第 2 款）。此外，《澳門民法典》針對定

期給付新增條款，如果債權人的整體權利時效完成，即便是個別或某些給付的時效尚未完成，各期

［24］ 參見馬光華：《物權法》，唐曉晴譯，澳門大學法學院2000年修訂版，第117頁。

［25］ 參見唐曉晴、蘇建峰、吳奇琦編著：《民法一般論題與<澳門民法典>總則》（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1年版，第275頁。

［26］ Io Cheng Tong, A Reconstrução do Regime do Erro no Código civil de Macau, Boletim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 ano XV, n.o 30, 2011, p.145.
［27］ 參見[葡]卡路斯·莫達·賓圖（Carlos Mota Pinto）：《民法總論》（第三版），林炳輝等譯，法務局、澳門大

學法學院2001年版，第287頁及續後頁。

［28］ 如1995年出版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4:103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中，在合同成立後，當事人可因事實錯誤

或法律錯誤的存在而撤銷合同：a）（i）錯誤是由他方所提供的信息造成的；……”Ole Lando, Hugh Beal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 Parts I and II,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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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的時效也被視為已經完成（第 300 條第 2 款）。
（八）影響民法典總則規範體系的其它新立法

儘管澳門在回歸後並未直接修改民法總則的條文，但這並不代表澳門民法典總則內的制度二十

多年來毫無變化，後歸回一些新制定的法律已經對總則內的若干制度作出了補充與修訂。例如，根

據《澳門民法典》第 116 條及第 121 條規定了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的例外及因解除親權而獲得完全

行為能力的情形，而第 16/2001 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除了無行為能力人以外，
還特別規定未滿 18 周歲之人禁止進入博彩廳或區域，第 10/2012 號法律《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

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則將對進入娛樂場博彩、參觀或工作的年齡限制上調至 21 歲。上述規定實

質上即是以特別法的形式調整了《澳門民法典》行為能力制度。［29］又例如第 5/2005 號法律《訂定

電子文件及電子簽名的法律制度》以及後續一系列的相關立法，均對《澳門民法典》意思表示制度

與證據制度有所補充。再如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出台以及稍後設立的保護機構

則是對人格權制度［30］保障的完善。

三、澳門民法典債法制度的變遷

債法與經濟生活中的交易環節關係密切，通常是一部民法典的最活躍部份，因此法典的修訂很

多時候也發生在債法範疇。《澳門民法典》的第一次正式修訂也是發生在債法範疇。以下將按相關

條文的順序進行論述：
（一）澳門民法典生效前對預約合同制度的調整

受葡萄牙 1986 年第 379/86 號法令的影響，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澳門就出現了關於預約合同

制度的本地立法。［31］為了保障預約合同中買方及消費者利益，第 20/88/M 號法律對於不動產預約合

同的制度予以修訂，引入了諸如涉及預約出賣人違約後抵押貸款［32］、買方優先權［33］、特定執行制

度［34］、分層樓宇登記［35］等創新制度，簡化了形式要件［36］。在 1999 年通過了第 39/99/M 號法令

［29］ 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2/IV/2012號意見書。

［30］ 關於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權的性質與體系，參見唐曉晴、吳奇琦：《澳門地區民法上個人信息保護權的體系定

位》，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第75-88頁。

［31］ 雖然葡萄牙關於預約合同制度的兩次改革均未有延伸到澳門適用，可是澳門1988年的第20/88/M號法律的誕生

實際上是受到葡萄牙相關法律的改革所影響的，尤其是1986年第379/86號法令所採取的措施。參見黃顯輝：《探討澳門現

行的預約合同制度》，載《澳門法律學刊》1995年第2期，第65頁。

［32］ 第20/88/M號法律《為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而更新購置不動產承諾合約法律制度》，第1條。

［33］ 同上註，第2條。原提案建議效法葡萄牙規定獲得本約標的物交付的預約買受人享有該標的物的留置權，但最

終立法會採取了一個折衷方案：賦予獲得本約標的物交付的預約買受人一種特別的優先權。這種優先權不會優於任何擔保

物權，僅優於其他的一般債權人。參見唐曉晴，《預約合同法律制度研究》，澳門大學法學院出版2004年版，第249頁。

［34］ 第20/88/M號法律《為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而更新購置不動產承諾合約法律制度》，第3條。20/88/M號法律

關於特定執行的設計可謂獨樹一幟。在改革之前，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的制度是定金的存在可排除預約合同的特定

執行，葡萄牙1980年的改革則是撇清定金與特定執行的關係，無論有無定金的存在，不影響立約人請求強制執行。20/88/
M號法律第3條的規定，定金不僅完全沒有被推定為排除特定執行的協議，相反更是預約買受人請求特定執行所必須的條

件，預約買受人申請特定執行時更是需要將價金的差額存放法院。這一作法實際現實了預約買受人請求特定執行的權利，反

而違背了“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初衷。

［35］ 同上註，第5條。

［36］ 同上註，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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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民法典以後，第 20/88/M 號法律隨即被廢止，僅保留了第 5 條分層樓宇登記制度。［37］

在制定《澳門民法典》的時候，預約合同的有關規定被重新納入法典，預約合同制度又經歷了

一次重大改革。在這次修訂中，《澳門民法典》的立法者廣泛參考了葡萄牙兩次預約合同制度修訂

的經驗，在制度設置上吸收了不少葡萄牙法學的理論與實踐成果，並吸收了 1966 年《葡萄牙民

法典》生效以來的有關學說，在預約的要式制度［38］、定金制度［39］、留置权制度、［40］特定執行

制度［41］等處均作了較大的調整，並將分層所有權制度重新納入《澳門民法典》。
回歸後，澳門立法會又分別制定了多部涉及預約制度的立法。
第 15/2001 號法律《不動產的轉讓預約和抵押預約》設立了一套針對買賣預約及設定意定抵押

權預約的消費借貸合同的特別制度。根據該法第 3 條，此類俗稱“三方約”的合同可獲物權效力，
前提是滿足明確的意思表示和法定的登記要求。三方約的成立不受《澳門民法典》第 407 條第 2 款

有關合同成立文件類型的規定影響，即合同可以透過只需經公證認定簽名的私文書來成立，而無須

使用經認證的文書（Documento autenticado）。
2011 年制定的第 10/2011 號法律《經濟房屋法》明確了預約合同制度之適用於經濟房屋的買

賣。［42］ 2013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第 7/2013 號法律《承諾轉讓在建樓宇的法律制度》建立一套涉及

承諾轉讓在建樓宇的法律制度，主要旨在保障購房者的合法權益，尤其是正在建設或計劃建設的房

地產（俗稱“樓花”）的預約合同進行規範。該法律規定，對已獲發整體建築工程准照、已完成

地基工程、地庫及地面層樓板的結構工程，已完成設定分層所有權的臨時登記，方可獲發預先許

可。［43］同時，該法律還著重規範“樓花”合同的形式、內容，［44］完善了公證制［45］、登記

制度［46］，改善了澳門多年來在不動產交易方面存在的監管不足問題。隨著社會發展帶來對不動產

交易市場的不同認知，尤其是住房作為生活要素與投資商品兩種性質所產生的矛盾而引起的價值爭

論，有關制度在將來可能要作出進一步的修訂。
（二）違約金條款

［37］ 同上註，第5條。“倘樓宇當初未經申請為分層樓宇之設定登記而有任何獨立單位權利轉移或責任承擔者，任

何小業主得申請為有關登記及注記而免付稅捐及手續費。”

［38］ 《澳門民法典》第404條。該條第2款採納了葡萄牙1986年第379/86号法令修改後的條文，澄清了關於拘束一方

的預約合同究竟需要一方還是雙方簽名的問題；此外，關於具有物權效力的預約合同所要求的方式，相較於葡萄牙法，《澳

門民法典》規定只需要以經確認的私文書作出。

［39］ 《澳門民法典》第436條。《澳門民法典》第436條第1款和第2款基本保留了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的規定，
但第3款完全放棄了毀約定金制度，定金的交付與接受不影響當事人行使特定執行的權利。

［40］ 《澳門民法典》第755條。《澳門民法典》追隨葡萄牙1980年及1986年預約合同改革後從做法，明確賦予預約

買受人對本約標的物的留置權。

［41］ 《澳門民法典》第820條第4款規定，“如須特定執行之預約係涉及訂立移轉或設定房地產或其獨立單位上物權

之有償合同，而在有關房地產或其獨立單位上設有抵押權者，則為着消除抵押權，預約中之取得人得聲請在第一款所指之

判決中，亦判違反預約之人向其交付被抵押擔保之債務款項，又或交付作為合同標的之單位所涉及之債務款項，並向其交

付已到期及未到期之利息，而該等利息係計至上述款項清付時為止。”這一規定明顯繼承自葡萄牙1980年和1986年修訂的

制度，但在此基礎上，《澳門民法典》在其第5款內細化了適用條件：“a）有關抵押權之設定後於預約之訂立；b）有關

抵押權之設定旨在就違反預約之人對第三人之一項債務作擔保，且預約中之取得人非與該債務人共同承擔該債務；c）抵

押權之消滅既不先於上述移轉或設定，亦非與其同時者。”

［42］ 第10/2011號法律《經濟房屋法》，第31條。 
［43］ 第7/2013號法律《承諾轉讓在建樓宇的法律制度》，第5條。

［44］ 同上註，第7條。

［45］ 同上註，第9條。

［46］ 同上註，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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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民法典》中，違約金條款的設立是為了提供一種靈活的方式來強迫債務的履行，允許

當事人事先約定在不履行或違約情況下的賠償金額。這些條款涵蓋在第 798 條至第 801 條下的“債

權人權利於合同中之訂定”的附屬規定。第 799 條第 1 款開始明確允許當事人設定補償性違約金條

款以及更為嚴格的強迫性違約金條款。這一款條文指出，當事人可以透過協議定出在特定情況下可

要求的損害賠償或可適用的制裁。
然而，此修改在法律上看似新增的規範，實際上更接近於對現有法律實踐的澄清。在之前的法

律框架中，基於合同自由原則及法律未明確禁止的事實，當事人已經可以約定這類協議。因此，新

的規定並未引入前所未有的法律原則，而是確認了當事人在設定違約金方面的自由度，這有助於提

高法律透明度和預見性。

《澳門民法典》推定其屬補償性違約金（第 799 條第 2 款），作出這樣的推定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補償性違約金不但是之前制度所明文規定的唯一一種違約金，亦是實踐中最常用的一種違約

金。法典亦新增一推定：倘就不履行情況定出一項違約金，且其屬補償性質，則推定該違約金抵償

一切損失，如其屬強迫性質，則推定該違約金抵償一切可適用的制裁（第 799 條第 3 款）。［47］

此外，立法者亦澄清一個在葡萄牙學界長久的爭論，即債權人可否既要求履行違約金條款又要

求強制履行違約金所針對的給付（兩者是相互矛盾的主張），亦不可既要求履行違約金條款，同時

又要求賠償已被違約金抵償的損害（第 800 條第 2 款第 1 部分）。但在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的情況

中，債權人既可要求履行為上述情況所定的違約金條款（賠償）又可一併要求履行合同的主債務。
另一制度革新是，規定當事人可透過協議排除以違約當事人之可歸責性作為要求履行違約金條款的

要件（第 800 條第 1 款）。
（三）強迫性金錢處罰功能的擴大

強迫性金錢處罰是一種有別於傳統損害賠償制度的機制，為確保債務得以有效履行，它通過法

院強制債務人履行其法定義務，並促進法院的判決執行和司法程序的迅速推進。
在強迫性金錢處罰的受益人方面，葡萄牙和澳門存在明顯差異。《葡萄民法典》第 829-A 條

第 3 款規定，強迫性金錢處罰的收益由債權人和國家平均分配，《澳門民法典》第 333 條第 1 款則

規定強迫性金錢處罰的收益全歸受害人所有，屬私法上的制度。［48］

另一項主要差異在於這兩項法律規定的位置。在《葡萄牙民法典》中，第 829-A 條設於第二

卷、第一編、第七章的第三分節；《澳門民法典》第 333 條則被位於第一卷、第二編、第四分編的

第一章。澳門的法規不僅適用於未履行的義務情況，還擴展到當絕對權利如物權或人格權遭受侵犯

時的情況，允許採取強制性的金錢賠償，從而使得澳門法律在應用上顯得更為廣泛。這也反映了這

些規定適用範圍的不同設計。
另一差異點在於強迫性金錢處罰的適用範圍。澳門的制度適用範圍更廣，包括對不可替代事實

的給付義務、可替代事實的給付義務、特定物品的給付義務以及特定金額的給付義務。而葡萄牙的

法律則明確指出僅適用於不可替代的給付義務。
（四）不動產租賃合同的修改

在澳葡政府時期，澳門第 12/95/M 號法律針對都市不動產租賃進行了較為完整的規定，詳細規

定了不動產租賃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合同形式、租賃期限、租金、合同解除、合同失效、違約

責任等內容，並針對居住用途的不動產和工商業用途的不動產設計了不同的制度。隨著《澳門民法

［47］ Cfr. Pinto Monteiro, A Cláusula Penal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em Um Diálogo Consistente - Olhares 
recentes sobre temas do direito português e de Macau, Vol. I (2016), Fundação Rui Cunha, p.25-47.
［48］ João Calvão da silva, Cumprimento e sanção pecuniária compulsoria, Coimbra, 1997, p.443-447. 



●   013  ●

澳門回歸後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

典》頒布，該部法律被廢止，相關內容回歸民法典。
自澳門回歸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激活了住宅、商業及專業用途不動產的租賃市場。然而，

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一些問題逐漸浮現，主要包括：租金的合理性與調整問題：隨著澳門經濟特

別是旅遊博彩業的興盛，各類不動產的租金普遍上漲。但由於缺乏有效的租金調整機制，這種持續

的租金上漲對居民生活質量和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均造成了壓力；“租霸”現象的市場障礙：“租

霸”是指那些不按合約履行義務的承租人，如逾期付租和拖延搬離等行為。這種行為不僅影響租賃

市場的正常運作，而且由於訴訟過程緩慢且成本高昂，使得出租人面臨重大損失。這種現象使得出

租人對於出租行為變得非常謹慎，進而抑制了市場的活力；租賃合同的監管不足，引發住宿亂象：
租賃合同通常由出租人和承租人私下自由訂立，法律也允許轉租。這種監管不足的情況使得各種身

份的人士均可進行租賃，從而導致租賃市場出現各種問題和混亂現象。
這些問題的出現促使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7 年出台第 13/2017 號法律《修改〈民法典〉不動產

租賃法律制度》（第 1 次修訂）；對不動產租賃合同簽訂時的形式要件和雙方協議終止合同時的形

式要件予以明確，不動產租賃合同應以私文書訂立，且合同中之各簽名均須經公證認定，都市不動

產租賃合同，載有該協議之文書須具有經對照認定之簽名。此外，明確了不動產租賃爭議仲裁中心

可以獨立方式或在澳門現有機構性的自願仲裁中心下運作，該運作由行政長官批示予以規範。
（五）民事責任制度

為調整因貨幣貶值而早已不合時宜之風險責任最高限額，故通過第 36/96/M 號法令修改當時民

法典第 508 條關於交通事故無過錯責任人侵權賠償的最高限額和第 510 條其他無過錯責任人侵權賠

償的責任限額，兩個限額的上限均進行了大幅調整。

《澳門民法典》生效後，對此限額又進行了下調，現行法典第 501 條與之前的 508 條相比沒

有變化，第 503 條對原 510 條進一步調整為每一事故中死亡或身體受傷害之每一人，上條所指責

任之最高限額為有關強制保險之最低金額之十分之一，又或在無此強制保險之規定時為輕型汽車

之汽車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之最低金額，而最高總限額則為上述金額之十倍，對房地產造成損害的

賠償責任限額也相應降低。其後，澳門通過第 20/2019 號法律正式廢除第 36/96/M 號法令。

四、澳門民法典物法制度的變遷

《澳門民法典》制定時，在物權法領域的修改主要包括刪除永佃權及農用房地產的分割和重新

劃分，修改、更新或補充先占、添附、用益權、地上權、地役權以及將規範分層所有權的規定重新

編入法典（1313 條至第 1372 條）。［49］

（一）永佃權制度移出民法典

核准《澳門民法典》的第 39/99/M 號法令在其第 25 條第 1 款明確規定：“新《民法典》開始

生效後，凡在屬私產範圍之私人財產上新設定之永佃權均屬無效”。為此，《澳門民法典》從享用

物權的類型中刪除了永佃權，而只認可四類享益物權，包括用益權、使用及居住權、地上權、地役

［49］ 澳門對於農用土地制度並無修訂，本地區面積細小及人口密度高，幾無農作業，可動用的地段及計劃填海取

得的地段均主要作為都市用途，建築物的高空發展及城市舊有部分的佔用已達飽和，木屋及其他臨時建築物散布在無主

土地上，離島地區有不少面積非細小的地段單憑私文書（所謂「紗紙契」）主張所有權或占有等等，均為澳門一些特有

的情況。針對這些情況，七月五日第6/80/M號法律《土地法》予以特別規制，以期適應澳門現狀，符合澳門利益。後被第

10/2013號法律取代，本法律訂定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屬於國家所有的土地，尤其是在使用及利用方面的權利的設定、
行使、變更、移轉及消滅的法律制度。



澳門法學  2024年第3期

●   014  ●

權。但第 39/99/M 號法令還允許已設定的永佃權繼續適用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之相關制度。
葡萄牙自康乃馨革命後便廢止了永佃權制度，並於憲法層面內明確禁止有關制度，但廢止該

制度的法規卻從未能延伸適用至澳門。直至《澳門民法典》出台，方才移除永佃權。但《澳門民法

典》的這一做法並非是因為引入了葡萄牙的意識形態，而是在試圖使制度合理及簡單化。因單純形

式上的廢除將會引來巨大的爭議。因為如果將永佃權制度完全廢除，那麼土地法上的長期租借制度

卻也會因此喪失制度支持。所以最終《澳門民法典》也加以強調：永佃權制度並未廢除，僅僅是不

得新設罷了。［50］

（二）分層樓宇管理的法律制度

分層樓宇管理的法律制度是社會民生高度關注的制度，在 1966 年民法典中，相關部分原屬物

權卷、所有權編、分層所有權章的內容。不過就在回歸前不久，澳葡政府嘗試以制定單行法律的方

式進行規管。第 25/96/M 號法律於 1996 年 10 月 1 日生效，通過 6 章共 48 條規定，包含了什麼是

分層樓宇、分層所有人的權利及負擔、分層樓宇共有部份的管理、分層樓宇的登記等內容。
隨著澳門回歸，關於分層樓宇管理的法律制度內容便被重新放置到了民法典之中。然而，這

一做法的弊端很快便凸顯出來，並在司法層面上產生了非常大的糾紛。因此，在社會的強烈需求之

下，經過較為漫長的調研討論，相關制度再次修訂。澳門於 2017 年正式頒佈第 14/2017 號法律《分

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51］如此一來，分層樓宇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即共有部分的管理

再次由單行法規制。在半個世紀中，分層樓宇的有關制度實現了兩次由“入典”至“出典”的循

環。
誠然，《澳門民法典》是澳門回歸過程中法律本地化的成果之一，第 14/2017 號法律涉及的制

度本屬於《澳門民法典》的一部分，將其獨立出來會影響民法典的完整性。但當時提案人建議將這

些規範從法典中分離出來，並將其重組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是為了更專門和靈活地處理分層建

築物的管理問題。澳門的都市房地產通常以分層所有權制度建設，獲得獨立單位的業權人同時成為

樓宇共同部分的共有人。為提高樓宇共同部分管理的意識，特區政府一直進行宣傳活動並推出計劃

來促進管理機關的成立。然而效果並不明顯，並且澳門持續的經濟發展給樓宇共同部分的管理帶來

挑戰，尤其是面臨所謂的「一廈兩管」或「一廈多管」問題。
第 14/2017 號法律對共同儲備基金的管理、分層建築物的管理規章、廣告和招牌的安裝、業主

大會的召開程序以及管理機構的組成要求等均有明確規定。為分層建築物的管理提供了清晰的指

引，明確規定“管委會”的組成及作出法律行為的範圍、釐清“管委會”與提供樓宇管理服務公司

的關係及權責，以及引入關於在樓宇共同部分進行工程的特別規則。避免過去出現的管理混亂，並

確保大廈維修保養和管理費的及時收取，同時強化小業主的權益保障。新法的一個最獨特之處是加

強了公權機關（即房屋局）的參與，這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私法自治的原則，所以其最終抽離《澳

門民法典》並以單行法形式規範也順理成章。［52］

澳門分層樓宇管理制度實施後所產生的效果是顯著的；在新法的推動與房屋局的努力下，所有

新建分層樓宇以及大量舊樓都設立了管理機關，而樓宇管理權與管理費等糾紛亦有了較清晰的判決

標準。此次“出典”順應了澳門的現實情況，切實解決了澳門的民生問題。這部立法的部分解決方

［50］ 參見唐曉晴：《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法中的長期租借制度——以dominium directum和dominium utile的區分為視

角》，載《北方法學》2012年第1期，第63-66頁。

［51］ 該草案建議稿的負責人乃本文作者。

［52］ 參見唐曉晴：《關於如何完善多層大廈管理的若干法律與非法律思考》，載《澳門新視角》創刊號，第46-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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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甚至被葡萄牙的新立法仿傚。
（三）第 18/2022 號法律《都市更新法律制度》

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6 年開始推動舊區重整的立法工作，期間社會上對“舊區”概念的清晰度

和明確性提出了質疑。為此，政府轉向更全面的“都市更新”概念，這涵蓋了根據新的城市發展理

念對城市的規模、功能區劃、空間布局和建築分佈進行整體檢視和更新。都市更新的目的是為了保

留原有的城市價值，同時反映當代特色，有效利用土地，增強城市功能，並改善居住環境及城市風

貌。隨後，“都市更新”被納入澳門的《2016-2020 五年規劃》中，主要關注的是澳門 30 年或以上

樓齡的舊大廈。由於澳門面積小，且街道狹窄，使得找到大型土地進行重建較為困難。此外，許多

舊樓宇的業權分散，有的業主已過世或無法聯繫，增加了自願重建的難度。儘管大型重建計劃具有

商業吸引力，因為可以顯著增加建成面積並提供更大的功能用途彈性，但現實挑战令許多開發商選

擇了較為簡單的建築修復和維護工作，而非全面重建。
2022 年，第 18/2022 號法律《都市更新法律制度》終於出台（第 3 次修訂），正式刪除了

《澳門民法典》難以執行的第 1337 條（建築物的損毀），並設定啟動強制參與重建程序的業權百

分比。例如樓齡滿三十年但未满四十年，最低百分比為百分之八十五，但如該分層建築物由少於

七個獨立單位組成，則最低百分比為百分之八十；樓齡滿四十年，最低百分比為百分之八十；分

層建築物屬殘破或危害公共衛生及人身安全而被主管實體令拆卸，最低百分比為百分之六十。在

立法過程中曾有對比例的合理性進行爭論：不僅取得部分百分比的所有權人同意，便可啟動強制

參與重建程序，並且第 18/2022 號法律還進一步降低了所需同意者的比例，是否會導致侵犯私人所

有權？［53］但實際上，被強制參與重建的所有權人可透過必要仲裁制度對重建方案是否公平進行衡

量，並且考慮到實際運行過程中，未有見到相關訴訟爭議，因此最終在尊重業主意願與都市更新的

需求進行了平衡的原則下，都市更新法降低了這一比例要求，設定了一套具備可行性的重建程序。
（四）其他物權的更新

《澳門民法典》出台時已廢除一些與地理特點不相符的特定條款，如與河流、湖泊相關的規

定。水權的相關條款也經過調整，刪除了不適用於澳門的某些條文，明確特定水流的私人所有權。
用益權的規定也進行了修改，廢除樹木、礦場等的條款，重新定義用益權的期限和轉讓方式。修訂

還明確了用益權通常假定為無償，且可選擇一次性支付或按年金方式支付。關於用益權的消滅，新

增了若干條件，包括因未行使而縮短的期限、解除負擔後的時效獲得，以及在用益權人濫用權利的

情況下，所有人可請求法院予以消滅。
地上權與役權的規定也經過了顯著調整以更符合澳門的實際需要。有關地上權規定，《澳門民

法典》吸收了葡萄牙的經驗，容許地上權以地上或地下建造或保留工作物為標的，並明確排除了種

植，同時取消了由國家或公法人設定的地上權規定，並去除了地上權在出售或代物清償時原所有人

的優先權，反映了對法律上存在的優先權批評的接受。此外，地上權的設定現在也可以涵蓋地下結

構，並可用於建立分層所有權制度的樓宇。至於地上權年金支付制度，則不再援引永佃權的規則，
而是部分借鑒了用益權的規定。［54］關於役權，刪除了多項與澳門特點不符的規定，例如涉及水利

用的多條役權，並取消了行政方式設定的法定役權，同一人擁有供役地及需役地不再作為役權消滅

的原因，而是允許在同一所有權下設定役權。
這些修訂不僅精簡了法典，更貼近澳門的社會及經濟實際，顯示了法律隨著時代而進行必要的

調整。

［53］ 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5/VII/2022號意見書。

［54］ 參見馬光華：《物權法》，唐曉晴譯，澳門大學法學院2000年修訂版，第307-3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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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門民法典親屬與繼承制度的變遷

在民法典的各個制度中，婚姻家庭制度是最為價值敏感的。在二十世紀中期，葡萄牙還是一個

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其婚姻制度直接與教會法掛鉤，因而被譽為西方最保守的姻婚家庭制度。進入

二十一世紀以後，整個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均急劇變化（尤其是在宗教、個人與家庭倫理方面），這

些變化最終演變為政治動力，推動立法者實施制度改革。在此背景下，葡萄牙的親屬法修訂可謂是

革命性的，通過改革，一下子從最保守的立法例變為最激進的立法例之一。
澳門的親屬法從一開始就放棄了與教會法掛鉤的方案，因而與葡萄牙法有本質上的不同，而回

歸後的澳門在價值觀方面與葡萄牙已經大相徑庭，未受到葡萄牙親屬法激進改革的波及，反而因澳

門人口結構及地理因素向鄰近地區的法制靠攏。

《澳門民法典》誕生於現代社會，彼時男女平等、未成年人保護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在立法之

初就已大量藉鑒了葡萄牙第 496/77 號法令以及當時婚姻家庭制度的規定，包括夫妻關係、權利義

務、財產制、親子關係、收養等，增設並完善了以司法程序確認父親母親身份的規則、否認了僅提

供生育物質的一方對所生子女享有親子關係、要求收養人必須在收養前已經通過司法或行政交托而

照顧被收養人等。同樣，為了適應澳門社會、人口結構及價值觀，亦廢止天主教婚姻，減少結婚障

礙，摒棄待婚期［55］，但礙於華人社會的傳統觀念，未對諸如同性婚姻等作詳細規定。
（一）婚姻財產制度

新民法親屬卷對夫妻財產制度進行了重要修改，引入了源自加拿大魁北克省、德國、北歐及

美國一些州份的“取得財產分享制”（第 1581 條及續後條文）作為侯補財產制。在此制度下，夫

妻雙方對婚前及婚後所得財產各自擁有所有權，包括管理、使用及處分權。然而，一旦婚姻關係結

束，例如通過離婚或一方的死亡，或者夫妻雙方同意採用其他財產制度，那麼夫妻間在此期間各自

增加的財產將進行評估，增加較多的一方需將多出的一半財產分給另一方。這種制度既保護了夫妻

在婚姻期間的經濟獨立性，亦確保婚姻解除時的財產公平分配。［56］

《澳門民法典》亦增強了夫妻財產協議的靈活性，允許夫妻通過婚前協議選擇或自定財產制

度，且取消婚前協議不可變更的限制 （Princípio de imutabilidade），引入婚後協議的概念，使夫妻

可於婚後任何時候協議更改財產制。這些改革增強了夫妻之間的締約自由，使他們能更靈活地根據

變化的生活情況和需要調整財產關係。此外，法典亦廢除了未有進行公佈程序或一方結婚人年逾

60 歲，其婚姻財產制度必須採用分別財產制的規定，亦廢止了司法分居及分產的規定，再次顯示

立法者追求自由與公平的平衡。
（二）簡化結婚的要求

立法者對《澳門民法典》中關於結婚要件的相關條文（第 1478 條至第 1484 條）進行了簡化，
包括取消了特定的結婚期間法律障礙，以及在確認婚姻當事人結婚能力的過程中免除了公告的要

求。然而，《澳門民事登記法典》仍保留了兩項專門的程序，分別是處理結婚障礙程序（第 189 條

至第 196 條）及免除障礙程序（第 197 條至第 199 條），確保結婚登記的法律要求得到妥善處理。
這些改動旨在讓結婚過程更加順暢，同時減少行政負擔。《葡萄牙民法典》規定，姻親關係與血親

［55］ 葡萄牙僅於2019年透過第85/2019號法律（第77次修訂）廢除民法典中有關待婚期的規定，即第1604條b項及

1650條第1款。

［56］  Guilherme de Oliveira, A reforma do direito da família de Macau, RLJ, ano 132.º, 1999, p.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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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都是相對禁止性障礙。在《澳門民法典》中，直系姻親已不構成相對禁止性障礙，只有直系血

親及二親等內的旁系血親屬相對禁止性障礙。
（三）輔助生育制度的發展

澳門立法者早於 1999 年於《澳門民法典》第 1723 至 1728 條規範體外受精及相關生殖技術的

制度。首先，這些新規定保障了透過醫學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孩子的親子關係不會因為生殖細胞的

捐贈而引起爭議（第 1724 條），除非特定情況發生。此外，明文禁止任何第三方代孕協議的有效

性（第 1726 條），並要求與孩子醫學輔助生育有關之人必須保密（第 1727 條），以及規定在使用

已故人士的生殖物質時，不得認定該死者為孩子的法定父母。
雖然這些法律規範仍顯稚嫩，但無疑在確立體外受精及其他生殖技術的法律框架方面，為澳

門法制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增強法律的明確性和可預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受孕兒童的權

益。 
回歸 24 年後，第 14/2023 號法律《醫學輔助生殖技術》於 2024 年 2 月 11 日正式實施，專

門規範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根據法律規定，進行這些技術的地點必須是公立醫院或經衛生

局局長特許的醫學輔助生殖單位，且設施需配備急救和婦科設備。法律明確列舉可實施的技術，
包括人工授精、體外受精和胚胎植入前基因檢測等，並指出這些技術僅為補充性生殖方法。

使用者必須是具有澳門事實婚關係的夫妻，並需滿足特定條件，如年齡超過十八歲且無精神失

常宣告等。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僅限於診斷為不育的夫婦、治療遺傳性疾病或其他嚴重病症的

情況。受益人必須在接受治療前提供書面同意，一旦治療開始，同意書將不可撤銷。
（四）完善收養制度

 直至第 143/2015 號法律的出台，《葡萄牙民法典》仍把收養分為兩種制度：完全收養和不

完全收養。在不完全收養中，之前的親屬關係不會消滅，被收養人也不會完全融入收養人的家族，
被收養人可以在法律限制下維持之前的親屬關係，並在特定範圍內融入收養人的家庭，也就是同時

存在自然親屬關係及與收養人家庭的關係。［57］《澳門民法典》出台時便刪除了“不完全收養”制

度，只留下“完全收養”制度，更貼近中國傳統的立嗣觀念，將被收養人視為自己的子女，有助於

澳建立符合中國文化情感需求的家庭倫理關係。
（五）繼承制度的修訂

在繼承法方面，鑒於技術性較高，原法典的解決辦法已足夠嚴謹，故變動亦較少。《澳門民法

典》收窄了遺產中總體特留份的份額：非與卑親屬或尊親屬共同分享的配偶特留份由遺產的一半減

至遺產的三分之一（第 1996 條）；配偶和子女或配偶和尊親屬的特留份共同分享時，特留份由遺

產的三分之二減至一半（第 1997 條及第 1999 條）；倘若沒有生存配偶，子女由佔遺產的一半或三

分之二的特留份視乎僅有一子女或兩名或以上而分別降至佔遺產的三分之一或一半（第 1997 條）；
尊親屬共享的特留份（這裏指沒有卑親屬及生存配偶的情況），《澳門民法典》規定是遺產的一半

或三分之一，現時則視乎是父母或第二親等或第二親等以後的尊親屬而分別降至佔遺產的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第 1999 條）。

《葡萄牙民法典》第 2133 條規定，配偶在可繼承遺產之人中位列第四，依次後於直系血親卑

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兄弟姊妹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而且配偶作為正當受遺贈人有權享有遺產

的終生用益權。

《澳門民法典》修改了生存配偶的繼承地位，也賦予了與死者有事實婚關係的人法定繼承權，
因而調整了其他法定繼承人的繼承順序。與死者有事實婚關係的人位於第三順序，優先於死者的兄

［57］ 尹思哲：《親屬法及繼承法教程》（第一冊），朱琳琳譯，澳門大學法學院2019年版，第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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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姊妹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四等親內之其他旁系血親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973 條）。歸扣

制度亦有調整，目的是將子女及配偶一視同仁。此前，不對死者生前贈與配偶的財產進行歸扣，法

典出台後明確將歸扣制度也適用於配偶。

六、結語

綜上所述，《澳門民法典》雖然在結構上與原來的葡萄牙民法典相差不大，但是在具體制度以

及條文上已經作出了頗多修改，修改的範圍涵蓋了法典的全部五個編章以及一系列過渡規定。《澳

門民法典》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民法理論的更新（這裏指的理論更新主要以 20 世紀中後期葡萄牙學者對 1966 年《葡萄

牙民法典》的觀察、批評與建議為依據，其中不乏對民法核心概念或基礎制度的調整，例如物的概

念、意思表示、訂金與違約金以及預約合同等制度）。
第二，價值觀的改變（例如婚姻制度的完全世俗化）。
第三，科技、經濟和社會的新發展（例如電子簽名制度、分層所有權制度及租賃制度）。
當然，《澳門民法典》相對於《葡萄牙民法典》作出的更新以及其生效後頒布的修訂是否足夠

完善，仍屬見仁見智，但至少展示了澳門民法制度並不是在法典化以後就靜止不動，而是積極地回

應社會變遷的。
展望未來，澳門民法和民法學面對的挑戰仍然很大；一方面，還需繼續消化雙語運作所帶來的

成本；另一方面，面對 21 世紀以來人類社會在經濟模式、科技、環境和價值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

的急劇變化所帶來的新問題（例如，國際人權公約對禁治產制度產生的影響，胚胎、動物的法律地

位爭議，輔助生育技術對人格權的影響，網上交易，數字財產權的規制，以及性別認同所引發的一

系列法律問題），還需要澳門廣大法律工作者共同努力應對，而不是將責任推給歷史，畢竟特別行

政區成立都已經滿二十五年了。

  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Macao’s Reunion with its motherland. The Macao Civil 
Code, which was derived from the Portuguese Civil Code of 1966,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vised with the de-
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t of civil law system with Macao's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s civil law system not only reflects the updating of civil law theories,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valu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s civil law system after the return, with a view to reflecting on the existing 
system, better meeting the new challenges facing Macao's civil law in the future, and preparing for the next twen-
ty-five years of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Macao.

  Key words: Macao Civil Code; Legal Succession; Legal Localiz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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